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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

内生风险及防控

—“秩序—绩效”的矛盾运动与调节

尚 虎 平

摘    要    在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层是各行各业正式组织的共有特征，

是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科层组织中存在着权力—目标、秩序—绩效、

秩序—绩效数据相互交易的矛盾运动规律，故而其内生性地存在着“组织失败”“组织变色”“组织蜕变”

 “社会危机”等风险，稍有不慎这些风险与危机就会使得组织崩溃。要预防这些风险，就需要从战略上明确

科层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使用权力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这

是组织的“初心”所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科层的客观运行规律，在保证“初心”实现的前提下，允许

各层级组织享有使用自身权力的自由，享有合理的“秩序失序”权利；在日常管理活动中，要开发组织稳定

指数、组织变色风险指数、组织秩序—绩效协同发展指数，用以诊测科层组织日常性与系统性风险与危机，

并针对性地进行风险与危机防控。

关键词    科层组织 权力−目标交易 秩序−绩效交易 组织失败 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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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科层制”（hierarchy）？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使用的词汇有所差异，但大家对其精神实质的认

识并无本质不同，各类说辞都指向了组织的纵向分工。也就是说，它指的是在特定的组织内部，以正式规

则为基础对组织的任务目标和所拥有的权力进行纵向分层分解与授权，使得不同的层级拥有不同的任务目

标和实现目标必备的权力限度，同时组织的上一个层次有权约束、监督下一个层次实现其所承担的任务，

这样就形成了一条自顶而下逐层授权的权力线和监督约束的命令链，同时也形成了一条自底向上的任务实

现汇报链。正如彼得·布劳所洞察的，“在当今社会，科层制已经成为主导性的组织制度，并在事实上成

为现代性的缩影”；“除非我们理解这种制度形式，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的社会生活”。①在每个国

家中，恐怕没有比科层更重要的因素了，因为它既是政府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非政府组织（NGO）、非

营利组织（NPO）、私营企业组织的基本运行模式，这就使得科层成为了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最具共性

的因素，成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路上的“最大公约数”，搞好它就能够使得各类组织朝着国家边际能力最
 

①彼德·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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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边际利益最大化、边际行动能力最大化的方向前进。就此而言，“理解科层制”“改进科层制”已

经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中绕不开的话题，若对其运行规律理解不到位，对其内生性危机与风险

生成机制理解不到位，就会任风险滋生、蔓延而无动于衷，最终酿成灾难。 

一、科层制在中国的创生与后续的完善

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层制的创生与政府管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无关系，甚至欧洲将采用了科层制

治理，以某个民族为国家构成主体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看作是欧洲现代性的开始，认为采用科层制模式

而非血缘分肥治理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是结束愚昧、黑暗的中世纪的重要标志。①其实，若以全球眼光

来看，欧洲的这种认识就颇显狭隘了，因为中国早在春秋末期就开始创生政府组织纵向分工的科层制，以

便使国家摆脱血缘亲族的控制，将国家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聚合为一个整体。可以说，科层制创生于中

国，这一点在国际范围内基本上没有争议，争议点只在于科层制的具体形式，或者说科层组织在世界范围

内发展之后，在中国创立的早期科层组织如何归类与定位的问题。 

 （一）科层制在中国的创生
科层制在中国的创生源于春秋末期诸侯国在新开拓的国土上推行“郡县制”，其初衷是将新扩展的领

土以更易于控制、更易于汲取所在地资源的模式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

 《春秋大事表》记载了春秋末期郡县制在中国的创生情况。“封建之裂为郡县，盖不自秦始也。自庄

公之世，而楚文王已县申、息，封畛于汝。逮后而晋有四十县。哀二年赵鞅为铁之师，誓曰‘克敌者上大

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终春秋之世，而国之灭为县邑者强半天下。”②《 左传》的记载也印证了科层制

创生于春秋的楚国。《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了类似的史实：“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

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这从另一个侧面记述楚国攻灭小国获得新领土时，将其设置为由

中央直接纵向管理的县，并设置县尹的事实。春秋末期及战国时期，秦国在征伐天下，走向统一的过程

中，开始大规模采用郡县制的科层模式。“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

合之上游，摄制四海。”③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采用了廷尉李斯等人的建议，进一步在全国推行了郡

县制。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④两汉及其后各朝代也都

继承了秦代的做法，在地方政府的设置上推行了郡县制模式的纵向科层制，具体操作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纵向科层的“层”的数量上。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技术或者治理工具，由秦代开创的政府纵向分工、有机

整合全国资源的纵向科层制成为了其后各个朝代均采用的“通用”工具。正是源于此，毛泽东才在《七

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中鞭辟入里地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

从形式上看，以郡县制为表现形式的科层制的创生似乎属于治理者主观抉择的产物，但实际上却源于

生产力的进步亟需上层建筑做出与其发展方向相一致的调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此有着较好的洞

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对科层制源

于生产力的进步对国家治理变革的推动这一点，不同时代治理实践者与研究者也都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

比如秦初的李斯、汉代的晁错、唐代的柳宗元、宋代的苏轼、清初的顾炎武等，均从不同侧面表达了郡县

制产生是“势”使然。⑤一方面，正是因生产力这种“势”的利导，郡县制这种纵向分工的科层制顺势而

创生；另一方面，科层制的创生，又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社会因“势”而进步。

第一，科层制对生产力的解放表现在通过对血缘关系的“除魅”，使得国家治理的效率与秩序有了

 “权利享有−代理任务完成”的保障机制。秦统一全国之前，无论春秋战国时期，还是更早的时代，国家

Academic  Monthly 第 54 卷 01 Jan  2022

 

①赵鼎新：《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南方周末》2008 年 5 月 8 日。

②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卷五》，吴澍平、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61 页。

③柳宗元：《柳宗元集》，《封建论》，卫绍生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1 页。

④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文群编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 年，第 71 页。

⑤肖瑛、薛金成：《天下为家与封建郡县的相对相寓》，《新视野》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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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主要依赖于血缘关系，依照血缘关系的远近将与国王或者“天

子”的儿子、孙子、侄子等家族成员分封到地方上去，构成“侯国”，甚至还以原子全息图的形式在侯国

内形成更小的国中之国。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缺乏科学的分权，以血缘关系与“礼”来维系。然而，诚如

尼采所洞察的，“没有一种制度可能建立在爱之上”①，血缘关系在利益的冲撞面前往往经不起检验，且

血缘关系的自然规律在于，随着时代的推移，血缘的亲密性逐渐降低，最终会同于路人。在这种情况下，

以血缘关系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迟早会走向地方相对于中央的独立与分离，其因血缘而生的向心力

最终会彻底耗尽，甚至形成地方与中央的激烈对抗。这种规律性不仅在科层制创生之前的时代频繁闪现，

就是在科层制创生之后一些王朝出于对科层制的疑虑而在极小范围“复辟”的血缘型分权（分封），最终

也都倒在了这条规律之下。汉代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充分说明，

即使在科层制作为主体的治理模式之下，小范围存在的血缘型分权治理最终也要走向失败。通过国家法律

的授权、政府科层的逐级授权，每一层级地方政府拥有了法定的权力与权利，其与中央、与上级之间是依

照法律或者制度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若地方治理者的代理任务完成合格，才能够享有权利、享有在辖

区使用所赋予权力进行治理的机会，若任务完成不合格，则会被合适者替换。这样，中央与地方之间便有

了“享有权利−代理任务完成”的保障机制，它解决了以血缘为基础的“终身制”“永世制”下地方治理

绩效低下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永世制”中血缘关系淡薄之后地方与中央的“路人”乃至分离与对抗关

系问题，使得国家治理中国家的效率与秩序有了基本保障。

第二，与治理效率相关联，由于纵向科层制摒弃了血缘分权原则，这使得对地方治理者的选择有了选

优的基础，以委托任务完成的“政绩”优秀与否选人用人，塑造了国家治理的正能量，也为社会其他行业

的选优与正能量树立了榜样，优秀人才的使用较之于以血缘选人用人，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进步。国家治

理本身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对生产力有着重大的能动性，各级政府治理者的选优，意味着选择了更有

助于生产力进步的治理政策及其政策执行，它们必然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进步。同时，由于“以吏为师”

治理文化的存在，各级政府选人用人的选优原则也会成为社会其他行业的参照标准，这样整个社会的选优

更有助于生产力的全面进步。

第三，科层制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制度化的“技术治理”模式，将中央与地方、地方不同层级政府之

间的分权以制度化、非血缘化进行了配置，使得各层级的地方政府拥有了管理地方、聚集地方各类资源的

权力与权利，能够依法动员并获得辖区的资源为国家所用，扩大了国家的边际资源调动能力与边际行动能

力。像开凿大运河、建设大型堤坝、修筑万里长城、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同时出击来犯之敌等泽被后世的

大工程、大行动在科层制创生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些活动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第四，科层制逐渐成为政府外其他类正式组织的运行模式，使得它成为了社会各类正式组织获得效率

与行动能力最大化的工具，大量其他类组织的高效率有助于社会总体生产力的提升。随着科层组织在各级

政府的确立，在“以吏为师”及组织效能的示范效应之下，中国历史上各类社会组织也参照纵向科层制来

进行管理，比如各类产业行会、技术团体甚至较为大型的杂耍团都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纵向科层的管理原

则，使得这些组织的聚合力、行动力大为提升，各类组织的边际行动能力提升显然有助于国家边际生产力

的提升。实际上，纵向科层制也成为了各类群体走向正式组织必须采用的行动工具，不经过科层制的规

约，社会团体也是很难走向正式组织的。

第五，纵向科层制形成的中央−地方纵向分权体制逐渐演化为了一种独特的大一统民族文化、民族认

同，这种认同有利于国家边际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最终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虽然中国历史上存在

着朝代更替，但无论汉族主政还是少数民族主政，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将纵向科层制作为治理的基本工具，

通过它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提升了各民族的集体行动能力。同时，在中央−地方纵向分权之下，地方对

中央形成了一种向心力，这种向心力逐渐演进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用塞缪尔·E. 芬纳（Samuel Edward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

 

①转引自朱苏力：《“酷”一点》，《读书》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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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r）的话来说，“‘中央王国（中国）’−直至今天还激励着每一代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①，这种

爱国心使得中国虽然偶有短暂的分裂，但“分久必合”是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共同认知，是作为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是中国大一统的心理与文化基础，其物质性基础就是两千年来不断完善

的纵向科层制。“人心齐，泰山移”，在各民族集体认同、集体行动能力有保障的前提下，生产力的进步

是显而易见的。

第六，科层制通过去血缘化的模式进行纵向分权，这在世界范围率先使得国家拥有了现代性，这种现

代性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形成了现代性自中国向外的波浪式扩散，最终带动了全球国家现代性的

提升，现代性的持续扩展不仅有利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也有助于其他国家生产力的提升。按照现代

性理论的说法，去血缘化、国家实现依法纵向分权化便是“现代性”，科层制正好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创

生的，它在中国一产生，就赋予了国家的现代性质。这种现代性是回应生产力发展需求而形成的，自科层

制形成，它一直在促进着生产力的提升，故而也被其他国家引进作为推进生产力进步的国家治理工具。从

历史过程来看，科层制首先在东亚国家扩散，比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后来逐渐以波浪式向西传

递，最终“东风西渐”，在文艺复兴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才涌现了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浪潮。包括福

山在内，东西方政治科学领域的学者对于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因打破血缘关系用人、实现有效纵向分

权而具备现代性的国家有着基本的共识。②通过现代性自东向西的传递，生产力也形成了自东向西的潮涌

式进步。 

 （二）科层制在世界范围的发展
从各方面来说，创生于中国的科层制对世界的贡献恐怕也只有“四大发明”可与之匹配了，甚至我们

可以说它的贡献超越了“四大发明”，毕竟国家的进步一方面依赖于科学与技术，另一方面依赖于科学的

治理与管理，它们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层制对世界的贡献可以称之为中

国的“第五大发明”。目前，世界上恐怕找不出任何一个国家在政府管理中不采用科层制的，也很难找出

企业、NGO、NPO 不使用科层制的例子。

与“四大发明”在走向世界、服务世界人民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完善与提升一样，科层制在走向世界的

过程中不断得以完善。以全球视野来看，对科层制的完善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完成了启蒙，进入了资本主

义工业化生产阶段之后。马克斯·韦伯对科层制的完善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作为一个精通几乎所有社

会科学领域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韦伯在对工业革命后欧洲与北美资本主义生产性组织的不断考察

之后，发现在“到处是烟囱（大工业）”的世界里各类组织依然在沿用旧有的组织模式展开活动，这必然

与社会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于是，他便从组织拥有“理性合法（rational-legal）”权力入手来对纵向科层

制进行发展与完善。

经过韦伯完善的科层制，至少应该包含五方面要素③：（1）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

础，若无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无法实现自身的目标，因为权力能够为混乱带来秩序，在所有权力

中理性合法权力是科层制的基础；（2）在组织中进行劳动分工，明确规定每位成员的权力和责任，并将这

些权力和责任作为正式任务合法化；（3）将各种职务或者职位组成权力层级，从而形成一种权力链或者等

级链；（4）通过正式考试、培训或者教育来获得拥有专业能力的人员，组织中每个岗位的从业者都源于自

身拥有岗位的专业能力，而非因亲缘关系等其他因素任职；（5）组织中的人员要严格遵守与其法定任务相

关的规则、纪律和制度，这些规则和制度是客观、有法理依据的和去个性化的，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况。

韦伯认为，“普遍来说，经验表明，实行科层制的纯粹科层组织，也就是说，各种官僚机构−从一

种纯粹技术的视角来看，能够获得最高程度的效率，而且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已知的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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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理性方法”。①这种认识为科层制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也赋予了它后世传播更广的另一个称呼“官僚

制（bureaucracy）”②，同时还为这种科层制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一个性质判定式的称谓，即“理性科层

制”，用以强调它的“理性”与“科层”两重属性。这两重属性是韦伯在吸收工业文明时期各类管理思

想、法律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对科层制做出的发展与完善。

其一，突破了简单粗暴的自顶向下的权力约束，赋予岗位从业者以“专业权威”，这使得组织中的工

作者拥有了在本职工作上展示“专业性”的机会，哪怕面临来自更高层级的压力，工作者也有以“专业”

为由表达自我权利的机会，这是对传统“权力优位”式科层制颠覆性的超越与发展。在传统科层制下，处

于低一层次、低几个层次的组织，对上级以权力为凭借的压力往往毫无正常表达权利的机会，故而韦伯在

发展科层制时特别强调，中国古代传统的科层制属于“家产官僚制”③，它体现了家长制般自上而下的等

级森严，其突出特征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它忽视了无论何种岗位的从业者，他本身应该是这个岗位

所需专业技能的拥有者，是“专家”故而应该拥有专业权威。在涉及本岗位的专业类事项中，哪怕来自拥

有更大权力的高层级人员，也需要首先聆听该岗位上的专业性意见，然后在专业权威判断的基础上依据权

力等级的命令链来决策该事项的下一步行动。韦伯的这种贡献，使得科层制不仅仅简单依靠纵向权力线来

解决问题，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专业权威优先表达的思路，使得科层制在命令链发挥作用的同时具备了

理性因素。

其二，在“专业权威”的思路下，强调在纵向科层的每一个“层”上，还需要进行更为专业的岗位细

分，这实际上为纵向科层增添了“横向分权”逻辑，使得科层组织能够以网状形式更精密地运作，这就为

科层赋予了现代意义上“直线职能制”的属性。韦伯特别强调科层管理必须体现“专业性”，这种专业性

要表现在每个岗位上，每个岗位要根据其专业需要来录用人才。这种专业岗位的用人模式在事实上形成了

同一层级的横向分工思维，毕竟岗位的专业差异必然形成其权力使用程度、方式、方向上的差异，这就促

成了对权力按岗位需要的分享。在传统科层制下，同一层级的横向分权往往比较模糊，甚至采用首长包干

制的模式，比如中国历史上县令要承担管理本县的所有权力，但在个人精力、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他可以

自己雇用师爷、安保、钱粮管理人员，然后赋予他们行政管理权。④这种“包干制”下根据管理需要展开

的分权，不是制度化的，它是权变、权宜的处理之道。韦伯的科层制通过岗位专业性，为横向分权增加了

理性因素，也较早开始了“直线职能制”的探索，为这种模式在 20 世纪的企业管理领域风行全球打下了

基础。

其三，岗位专业权威、横向分工的存在均以“合理合法”的专业权力为基础，这是韦伯创新科层制的

基本原则。在韦伯的“理性科层制”中，因专业能力获得职位，因专业能力获得岗位权威（话语权、操作

权、辩护权等），因专业权威而获得向高级别权力澄清岗位事务的权利，以便他们获得决策的“理性信息”。

总体而言，韦伯发展之后的科层制，与在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各行各业强调彰显“理性”反对

 “魅惑”的时代潮流保持了一致性，以“理性”作为自身的使命来超越神性与血缘的非理性，通过理性来

追求组织管理的效率。用韦伯自己的话来说，经过发展后的科层组织，“在精确性、稳定性、可靠性以及

纪律的严格程度等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形式都要更胜一筹”。“归根结底，这种组织在集约效率和活动范

围方面，都要更胜一筹，而且能够正式应用于所有类型的管理任务。”⑤

然而，经过韦伯发展的“理性科层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即在同一层级中众多的“专业岗位”使得组

织成为了严密的机器，不同层级构成了庞大而严密的以制度与纵向权力约束为架构的超大型机器。韦伯自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

 

①Max Web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ans.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47, p. 337.

②实际上，这里的“官僚制”无论在汉语语境还是英语语境中，依然指的是科层制，从表意的翻译或者表达来说，它都可以用“科层制”来

代替，且作为一个中性术语，它并无贬义。

③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61 页。

④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04 年第 6 期。

⑤Max Web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ans.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47, p.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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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此也颇多疑问，他特别警醒道：“一想到某天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机器上的小齿轮，即那些从事微不足

道的工作、竭尽全力试图成为大人物的小人物，就让人不寒而栗……对官僚制度这种热情……足以令一个

人感到绝望。”①为了解决这种僵化、僵硬模式，切斯特·巴纳德从促进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沟通入

手，为克服科层的僵化注入了柔性因素。他在其名著《经理人的职能》（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中

指明了科层组织柔性化的路径：“经理职能的关键，首先是建立沟通系统”②，这意味着科层组织中的高

层次管理者，首要事务不是利用权力优势去控制，而是为组织注入沟通的柔性因素，使得各个专业岗位彼

此融为一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实现从军事、政治到经济的全面霸权的过程中，从促进市场经

济效率的微观组织因素（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及其他类组织）入手，探索了如何改进科层组织内部运行效

率的问题，重点努力改进同一层级中不同部门与岗位的彼此协同运作问题，这可谓是继承并发扬了巴纳德

的理想，不仅努力以柔性沟通促进协作，而且努力寻求不同部门与岗位协作的长效机制。这些努力通过一

批专业性著作得以体现，比如古尔德纳的《工业组织的科层制类型》和布劳的《科层组织的动态》就是其

中的典型代表。 

 （三）科层制的持续完善
经过了不断发展的科层制，逐渐形成了较为公认的“合理−合法”范式，它在纵向跨层上通过权力等

级的命令−服从来保证管理的秩序，在横向某一层级的众多专业职位上采用尽可能多的协作与配合来保证

管理秩序。在这种上下−左右的运行中，科层组织主要依靠非人格化的规则、规范化的流程来约束组织成

员的行为，它除了杜绝血缘、非理性之外，还竭力根除个人喜好等感情因素影响组织的运行。③这一方面

确实提高了组织效率，但另一方面引发了组织僵化问题，这种僵化在纵向、横向上都有表现，尤以横向最

难克服，成为科层制的“痼疾”。

虽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科层制有了极大的发展与改进，比如巴纳德等力图以柔性的沟通来融化科

层的横向僵化问题，但这只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尝试，它会因人员沟通能力、沟通意愿的差异而效果相去甚

远，因而无法成为真正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像是金庸笔下段誉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虽然后来

还涌现出了所谓“整体性组织”的解决路径，但它更像是将原来几个小部门之间的僵化改造成几个大部门

之间的僵化，其间的沟通、协同、合作依然问题重重。同时，这些探索更多着眼于横向僵化问题，忽视了

纵向僵化问题。真正全面探索解决纵−横僵化，对科层制进行彻底完善的行动兴起于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

上的建立，成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改进。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探索了通过将执政党的机构融入政府科层之中，以革命情怀、同志情谊、党

的纪律来解决科层中的纵−横僵化问题。苏联的探索为科层制的完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种完善在处

理纵向关系上依然留下了僵化的余地，故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

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新中国在批判性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充分

遵照了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思想的原则，通过将作为执政党的理念、党员的组织纪律、组织生活等融入到

政府科层组织中，在纵向上，在刚性的命令链之外加入了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执政党共同信仰的传递与学

习，使得原有的依据权力优势逐级向下生硬贯彻的管理行为中融入了从各级组织、各个岗位上的每个工作

人员都拥有的共同信念，将本来属于被动的僵化落实行为，变成了上下联动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的集体行动事业，破解了层级之间“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僵化问题。与纵向的融通类似，同一层级的

横向职能部门之间的僵硬行为，也因为共同信念的融入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各个专业岗位、专业职能部

门的从业者几乎都属于执政党的党员或者潜在的党员，通过党员的纪律调节，日常性的组织生活，使得各

个岗位与部门本身更像处于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之中。在这个“家庭”中，既有共同理想、信念的

支撑，也有组织生活的协调，使得本来僵硬的横向关系得以融化，部门之间本来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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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活的方式而顺利解决。经过了完善的科层制对提升新中国政府治理效能、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效率起

到了巨大的作用，使得新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进步，人民的幸福实现了跨越式增进。从最能反

映人民幸福实质的人均寿命来看，旧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 35 岁，而截至 2019 年底，中国的人均预期寿

命已经超过了 75 岁。①在政府效能的示范效应之下，经过完善的科层制很快成为了企事业单位的主流组

织治理模式。 

二、科层制内生风险的规律性

科层制从创生、发展到完善，它都有力地解放了生产力且依然在解着生产力，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

实。正是因为其对生产力的促进性，它才成为了与市场一样虽然充满争议但却非常有效的治理工具，资本

主义可以有科层，社会主义也可以有科层，甚至封建社会也可以有科层，只要它的生产力促进属性还未消

耗殆尽，它就不会淡出人类社会的治理场域，就依然会成为政府和其他组织所采用的基本治理工具。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客观现实是，虽然科层制经过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但其本身所具有的一

些悖论性属性依然无法轻易抛弃，这些属性既使得科层制能够转动起来从而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生产力进

步的功能，但同时也内含着潜在的危机。在科层不可能被弃之不用的前提下，洞察这些内生性问题及其诱

致的危机，对于当代将科层的正效应发挥到最大化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组织高层可以独享权力但无法实现所有组织目标，在这种前提下，科层组织需要逐层向下分解

目标，在目标纵向分解中必须以权力纵向分享为配套保障条件，这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目标−权力的交易机

制。无论何种性质的科层组织，它们都属于正式组织，有着本组织成立的宗旨和实现这些宗旨所需要的目

标体系。就权力的本质属性而言，所有权力使用者都倾向于集中使用权力②，以扩大自身对资源、信息、

环境等的控制，从而将不确定性（对自身而言）控制到最低限度。就此而言，科层组织的最高层领导天然

具有独享组织权力的主观期望，但由组织宗旨转化而来的组织目标却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其实现既需要多

样化的知识体系，也需要多样化的资源组合，还需要处理大量与各类环境的协同事宜，这远非组织高层数

量有限的领导团队，更非最高层领导个人所能够应付。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下，科层组织的高层均会在将组

织目标纵向分解的前提下，向下逐层分享权力。实际上，这种分权是一种目标−权力的交易机制，为了促

动每个层次均努力去实现组织目标，组织高层就在分解目标的同时，赋予其与目标任务相匹配的权力，以

便调动各类资源来实现组织目标。目标−权力交易机制在科层的纵向上自上而下都存在。如图 1 所示，向

下逐层目标分解与向下逐层分权是一贯到底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权力线，这种权力

线以命令链的方式来实现逐级控制，以保证各个层级不失控。

第二，在特定的纵向层次内，本层级目标的实现，也必须通过将本层目标分解成专业部门目标与岗位

目标体系，在此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横向权力分享，展开目标−权力交易。科层的纵向目标−权力交易式目

标分解与权力分享易于理解，但特定层级上的横向分权往往被忽略。实际上，在纵向目标分解与分权完成

之后，某一层级的组织要完成目标，也不可能由该层的首长与“首长团队”③集中享有权力来完成，这就

会产生与纵向分权类似的需求，需要将上一个层次分解下来的目标，进一步细化成专业性目标体系，然后

分解给与这些专业性目标匹配的职能部门、职能岗位（图 1 中各层的 a、b、c 等即为专业部门和岗位）。

在目标分解的同时，必须将本层所享有的权力也向专业职能部门、专业岗位进行分享，作为它们实现目标

的交易条件。

第三，自顶向下的权力线以命令链的方式保障了组织管理秩序，但无法保障所有目标高效实现，且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

 

①尚虎平、黄六招：《新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变迁研究−基于中央层面 316 份合作医疗政策文件的计量探索》，《中国农村经济》

2020 年第 7 期。

②刘祖云：《再论权力惯习与权力腐败》，《学术研究》2016 年第 7 期。

③指特定层级与“首长”共同处于本层最高领导圈的领导团体，比如由总经理、副总经理组成的领导团队，或者市长、副市长构成的领导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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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层次内，依靠权力线与命令链亦无法保证本层总目标实现。如图 1 所示，在科层组织中自顶向下的

分权形成了一条权力线，在权力向下分享的过程中，每一层级都会保留对下级权力的“剩余控制权”，在

剩余控制权之下，推进分权的层级可以随时干预、终止下级甚至下几个层级的行动，以保证自己想要的秩

序出现。这样，在逐级保留剩余控制权的操作之下，科层在纵向上自顶向下便形成了一条“命令链”，即

每一个层级可以通过“命令”的强制方式干预、终止、问责下一个层级或者下几个层级的活动。命令链可

以保证各个层级均按照上级期望的秩序来行动，可以使得科层制的运行处于可控的秩序范围内。正是从这

个意义上说，科层组织是最易于保证管理秩序的组织模式。然而，仅仅保证组织秩序还只是管理的最低要

求，任何正式组织的存在都以实现组织目标为宗旨，只有实现了组织目标，才算实现了组织的宗旨。通过

权力的命令链虽然能够保证秩序，但却无法通过强制力保证下一个层级、下几个层级的活动都围绕组织的

目标展开。下一个层级、下几个层级完全可以在遵从上级意愿的前提下，懈怠无为，不推动任何有助于组

织目标实现的“空转”行动，也可以在遵从上级意愿的前提下，积极推动那些无利于组织目标实现但却有

利于自身利益实现的活动。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这类事例都不胜枚举。与科层在纵向上的情况类

似，在某一特定的层级中，首长或者首长团队虽然通过权力线可以控制其他专业部门和专业岗位，以命令

的模式让其按照自身意愿行事，保持良好的秩序，但却无法通过命令的模式使它们积极实现组织目标，至

少无法使其毫无抵触地实现组织目标。如此一来，科层组织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上，都无法通过权力的强

制性来保证目标实现。

第四，保障目标实现依赖于各个层级实现所有目标所指向的组织绩效，以“秩序−绩效”交易的模式

来分阶段、分年度落实组织目标，而保障绩效的实现依赖于在命令链上展开的绩效评估，并以命令链的强

力为后盾对绩效进行把控和干预以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组织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实现由宗旨转化而来的目

标。实现组织目标的难处在于，由宗旨转化而来的目标往往是抽象化的、原则性的、长远性的、矛盾性

的，这就使得组织很难直接来测评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层组织一般将目标分阶段、分

年度具体化为一些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通过某种方式以多年度（比如 5 年）、年度的方式周知各个层

级，各个层级也会在首长与首长团队的推动下，向各个专业部门、岗位分配。各个层级的组织、各层级的

部门与岗位在知悉绩效目标之后究竟如何行动，以科学而非宗教情结来考量，它们一般都会选择最能实现

自身利益的模式来实现绩效目标。也就是说，如果落实绩效目标的同时能够实现自身的利益，它们就会朝

着绩效目标积极努力，但若实现绩效目标与自身的利益不相融或者部分相容，它们就会缺乏积极性，对绩

 

权力线/命令链

a
A b

c

d

e

f

g

h

i

…

a

B b

c

d

e

f

g

h

i

…

a
C b

c

d

e

f

g

h

i

…

a
D b

c

d

e

f

g

h

i

…

分
权

数
据

数
据

数
据

数据线/数据链

目标

目标

目标

绩效

绩效

绩效

分
权

分
权

图 1    科层制的内生逻辑悖论

Academic  Monthly 第 54 卷 01 Jan  2022

90



效目标实现的动力不足。为了激励各个层级积极朝着绩效目标努力，就需要承认不同层级的客观利益，允

许其利用逐层分权获得的合法合理的权力在可容忍的对秩序损害的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以此来换取它们

对实现绩效目标的积极性。某一层级内的绩效目标落实与纵向上的状况类似。这实际上是一种“秩序−绩

效”的交易机制，即通过对秩序一定程度的牺牲，来获得绩效目标的高效率实现。这也可以看作是科层组

织本身内嵌的一种激励机制。无论是了解利益共融式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还是把握利益部分共融，抑或判

断利益冲突时的绩效目标落实情况，都需要通过绩效评估活动来完成。这就需要将阶段性、年度性的绩效

目标使用一些绩效指标体系或者关键绩效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从而掌握每一年或者某一阶段组织绩效的现

状，以便对良好者进行激励，对不佳者进行干预、矫正、问责。在科层组织中，纵向绩效评估沿着权力

线，以命令链的强制力作为后盾展开，同一层级内的绩效评估也以权力线为轴展开。与追求组织秩序相

似，绩效评估工作是为了保证组织目标逐年、逐阶段都有进展，每个层级、每个层级的岗位与部门都能够

贡献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第五，绩效评估需要获得真实的绩效数据，绩效数据的获得依赖于自底向上的数据线上绩效数据的有

效传递性、及时性、真实性；特定层级内绩效数据的获得也依赖于数据线上绩效数据的有效传递性、及时

性、真实性。绩效指标的确定只是解决了“评什么”的问题，要真正解决问题却取决于“用什么评”。所

谓“用什么评”指的是用工作中实际产生的何种结果来与指标进行匹配，以判断究竟指标实现到了何种程

度。在管理科学中，这些用来展示工作结果与成效的元素被称作绩效“数据”（Data）或者绩效“证据数

据”（Evidence data）。①“ 数据”是一个广义概念，包括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两部分。科层组织中绩效

评估的初衷在于及时、如实把握绩效目标的落实情况，这就需要获得及时、真实的绩效数据。由于落实阶

段性、年度性绩效目标的工作一般都沿着自底向上的路线展开，越往底层，其承担的工作量越大，在这种

情况下，绩效数据的产生也会形成一条自底向上的衰减链条，越往上的层级，其掌握的绩效数据越少。但

绩效评估是沿着权力线自顶向下展开，越往上的层级掌握的评估权越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性局面：

拥有越多评估权的层级，却掌握着更少的绩效信息，绩效评估的质量实际上掌握在拥有更多绩效信息的较

低层，越往底层其对组织绩效评估质量的控制就越大。要保证绩效评估质量，从而保证科层组织绩效目标

的实现，就需要科层组织中自底向上的数据链具有迅捷的传递性，能够向上传递及时、真实的绩效数据。

同一层级内的绩效数据由专业岗位、专业部门向首长与首长团队的传递也需要与纵向传递一样。

第六，形成了科层的“权力−数据”悖论。从形式上看权力是科层维系的决定性因素，而实际上科层

转动起来取决于数据链上绩效数据的质量，故而对绩效数据辨识的水平往往决定着科层组织的安危与前

途，要获得及时、真实的绩效数据，还需要在秩序−绩效交易中推进次一级的“秩序−数据”交易。在科

层组织中，只有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的行为才属于“不忘初心”的有价值的活动。虽然从科层的组织形式

上看，权力似乎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权力线上的强制力，较高层级随时可以约束较低层级，但这只是表

面现象。这种依靠命令链的约束只能够保证科层组织的秩序，但“秩序”与实现组织目标并非一回事。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组织的秩序都与组织欲实现的目标有着巨大的距离。就日常性运作而言，组织目标需要

具体化为阶段性与年度性绩效目标，并通过绩效评估工作来保证绩效目标的落实。然而，在实现组织目标

的行动中，越往下的层级，其承担的目标任务就越多，掌握的绩效数据自然就越多。要及时掌握组织目标

实现的真实状况，以保证组织能够更快捷、更高效的实现自身价值，就需要自底向上获得及时、真实的绩

效数据。这样就存在着这样的规律性：让科层组织“转动起来”，就需要它能够实现自己的“初心”−
高效、快捷的实现绩效目标，但是否实现绩效目标需要通过绩效评估来把握，而绩效评估必须依赖于绩效

数据这种“物质性基础”。绩效数据的获得需要自底向上形成一个真实数据快速向上传递的动态数据链，

在这条数据链上，越往底层，其数据拥有量越大，真实度越高，而越往顶层，其掌握的数据量越少，真实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

 

①多纳德·P. 莫伊尼汉：《政府绩效管理−创建政府改革的持续动力机制》，尚虎平、杨娟、孟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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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低。这样，就组织本身的使命与价值而言，要使得组织转动起来，不是依赖权力，而是依赖真实绩效

数据的及时获得与向上传递，以便在绩效评估中及时、真实把握组织目标实现的程度，并随时依据权力线

进行干预与矫正，保证科层不偏离组织目标。如此一来，在科层中，便出现了权力−绩效数据的矛盾运

动。如图 2 所示，在自顶向下的方向上，权力逐层缩减，但每一层次的绩效贡献却越来越大，由此产生的

及时、真实的绩效数据也越来越多；反之，在自底向上的方向上，真实、及时的绩效数据却逐渐衰减，但

权力的拥有量却逐层增加，由权力的强制性保障的有序性却逐渐增强。这再次表明，虽然权力可以保障秩

序的产生，但却无法保障绩效的形成，在秩序−绩效的交易中，为了保障各个层级产出尽可能高的绩效以

逐渐实现组织目标、组织宗旨，科层需要牺牲部分秩序以换取各层级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为组织绩效

努力，同时，尤为重要的是，为了能够在绩效数据向上衰减的数据链上获得更多真实、及时的数据，科层

在秩序−绩效交易中还需要进行次一级的“秩序−绩效数据”交易，通过允许一定范围的秩序欠佳以换取

各个层级及时、准确地向上传递绩效数据。在同一个层级内，首长及其团队对职能部门、专业岗位的绩效

数据获取也需要遵循类似的逻辑。

就此而言，科层组织“初心”的实现，其重心在下，越往底层，其对组织目标、宗旨的实现就越发重

要，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从科层而言指的就是底层对实现组织目标的重要性。如果自底向上的绩效

链（数据链承载的是客观绩效现状，故而数据链本质上是绩效链）上不以绩效为宗旨，那么组织就会走向

空洞化，走向不断衰退，以致忘了“初心”，蜕变成了与自身理想、价值、使命完全相异的机构。若如

此，就组织创生的初衷而言，这样的组织实际上就已经变色了，这就是科层组织内生风险的悖论性规律。 

三、科层制的内生风险与危机

在科层组织的发展中，安东尼·唐斯有过经典的诊断，他认为任何科层组织都无法避免“组织僵化综

合征”。①实际上，科层组织内生的内生风险也属于“僵化症”的一种。这种僵化源于组织中权力−目

标、秩序−绩效、秩序−数据的矛盾运动。

如图 3 所示，科层组织沿着组织目标有序地向前发展，每日每年都通过“增量”的方式逐渐接近组织

目标与组织宗旨，长此以往，最终就能够实现组织的“初衷”。每日“增量”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也就

是每日绩效目标都完成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组织的成功就表现为组织在日常运行中，既保持了秩序又

朝着绩效目标迈进，这也就是图 3 中左侧权力线与右侧数据线运行的常态模式。在图 3 中，“权力线”除

了意味着权力自顶向下（从 A 到 D）逐层分享之外，还表征着组织在权力线的强制力为后盾下，逐级保持

了组织的秩序；“数据线”除了表征绩效数据自底向上（从 D 到 A）的传递之外，还表征着逐级朝着绩效

目标努力，组织走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然而，科层组织高效率实现绩效目标，绩效数据实时真实地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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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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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以使得组织在瞬时掌握实现目标的状态并对偏离进行干预从而保障秩序井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在现实中，更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组织保持了较高的绩效状态，但却大范围失序，这样的组织

虽然还走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但却会因为秩序紊乱而崩溃，这是典型的组织失败状态；另一方面，组织

虽然秩序状态较好，但却已经违背了组织建立的宗旨与目标，忘了自身的“初衷”，这是典型的组织“变

色”，变成了自身并未设想成为的另一种组织。这两种状态用黄宗羲的语言来描述，就是“其兴也勃也，

其亡也忽也”的状态。在这两种态势之中，大量中间带状态属于“其兴也勃也，其亡缓而难逆也”，是一

种“温水煮青蛙”的缓慢蜕变态势。在图 3 中，“失败线”代表组织因为失序而失败，“变色线”代表组

织“忘却初心”而变色，每条线之内的大量地带属于缓慢蜕变的“组织衰退”区域。另外，在组织为社会

提供产品、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因为与绩效相关的信息外溢还会影响到社会上的各类顾客，形成组织外顾

客群体的变异。这样，科层组织中就内生出了几类风险，即“组织失败”风险、“组织变色”风险、“组

织衰蜕”风险和“社会危机”风险。

1. “组织失败”风险。这是指组织依然运行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其当前绩效尚可甚至当前绩效状态

较为理想，自底向上的绩效数据也确实能够证明当前绩效状态处于较好状态，但组织在运行中却出现了失

序问题，这使得即使组织“未忘初心”，其运行却也难以为继以至于最终崩溃。从历史事实来看，在国家

治理过程中，秦朝、隋朝的政府科层治理的失败可以看作这方面的典型事例。这两个朝代在灭亡时，还能

够进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等大型造福万代的巨型公共工程建设，国家依然走在实现立国目标的道路

上，但却因为国家治理秩序突然崩溃，最终改朝换代。由于这两个朝代在政府科层组织走向失败的过程

中，其崩溃时点上的绩效还处于较好状态，故而接替它们的汉、唐王朝后来都在一个较高的绩效基础上展

开工作，其治理绩效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汉唐盛世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荣耀时刻。①科层组织的“失

败型”风险诱发于两类因素：其一源于对实现组织目标的阶段性绩效、年度性绩效与秩序的交易比例把握

不到位，由于急于通过组织绩效的最大化来尽早实现组织目标与宗旨，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使得组

织失序；其二源于自底向上的日常性、年度性、阶段性绩效信息的流动出现误差，在绩效进展评估中对绩

效的正向描述远多于非正向方面，尤其是对绩效对秩序的损害着墨过少，这就在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了绩效

数据的系统性失真，使得科层的最高决策层误以为组织处于秩序−绩效的良好协同状态，以至于酿成失序

局面。

2. “组织变色”风险。“组织变色”风险诱发于科层组织过分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以至于产生了目标

替代，将组织设置的初衷错位为了保持秩序。通俗而言，就是组织因为过分看重秩序而忘了“初心”，违

背了创立组织的宗旨，这可以形象化地称之为“变色”。变色风险实际上就意味着组织本质的变异。在本

质变异的前提下，即使组织依然存在，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组织了，其特征在于，科层依然保持着较好

的秩序，但却已经不聚焦于组织本身的宗旨和目标了。就日常表现来看，这类组织中由权力线保障的秩序

依然处于较好状态，但日常活动的绩效目标已经偏离了原来的组织宗旨与目标，绩效数据的传递也逐渐以

展现秩序井然为主要内容体系，“绩效数据”已经变味。从国际范围来看，“组织变色”的例子实在不

少。太平天国在进入鼎盛时期之后，其组织的决策层开始固化科层秩序，甚至对不同级别的官员乘坐由多

少个轿夫抬的轿子都有着明确规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来所强调的“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等

组织的宗旨与目标几乎弃之殆尽。“变色”的太平天国很快便走向了衰亡，这凸显了“变色型”风险的危

害性。实际上，苏联（虽然苏联形式上是联邦形式，但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它的治理模式属于科层制）的突

然解体，也属于“变色型”风险所致。直至解体之时，苏联的秩序依然处于良好状态，甚至全球范围内没

有出现可信的关于苏联解体的预测性研究，这也证明其秩序依然处于较佳状态。②但对秩序的过分强调，

使得苏联社会出现了秩序对组织目标的替代，最终各个加盟共和国都忘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初心”，进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

 

①牟发松：《汉唐异同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

②Trotsky, Leon,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What Is the Soviet Union and Where Is It Going?,” Mehring Book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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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崩溃为 10 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十年前诺基亚公司在处于全球绝对行业领先者的良好绩效状态下，醉心构

建公司秩序而忽略了“持续盈利”“永远做行业领先者”的组织初衷，最终出现了“变色风险”，虽然它

没有最终崩溃，但这种风险直接使其沦为了普通企业。这说明，即使在私营科层组织，“组织变色型风险”

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3. “组织衰蜕”风险。“组织失败”与“组织变色”更多体现了“其亡也忽也”的颠覆性危机特征，

但大量的风险来源于组织的缓慢衰退，在不经意之间陷入危机之中，若不慎重对待，最终也会积累成为组

织失败或组织变色。这种缓慢的、日常化的“积累性风险”就是科层的“组织衰蜕”风险，它体现了逐渐

衰落与蜕变的特征。与“组织失败”与“组织变色”相对应，缓慢发生的“组织衰蜕”风险有着三种类

型，即“失败型”衰蜕风险、“变色型”衰蜕风险和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型”衰蜕风险。“失败型”风

险指的是在日常运作过程中，科层组织在处理秩序与绩效关系的过程中，过于偏重绩效，使得组织秩序慢

慢积累性地出现紊乱或者失序。这种紊乱与失序的积累与自底向上的绩效数据的非及时、非真实传递不无

关系，它要么体现为绩效数据仅仅呈现绩效进展，并不涉及绩效获得的成本（包括对秩序的损害），要么

体现为对绩效与秩序关系的非真实表述，使得组织在日常性监控绩效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一直无法洞悉组织

在秩序上的偏离，最终形成了积累性的秩序失控风险。“变色型”风险则体现为科层组织在日常运行中过

于强调秩序而忽视了绩效目标的实现，最终积累成为“忘了初衷”的“变色风险”。变色风险源于科层组

织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将利用自顶向下的权力线来维持组织秩序当成了头等大事，而将由组织目标具体化

而来的绩效目标作为了附属于秩序的“小事”，在自底向上的“数据链”的传递中，绩效数据已经被大量

地置换为“秩序好坏”的数据。在这些已经无法表征组织目标的日常数据的作用下，组织的决策愈发强调

秩序的重要，最终积累成为“变色型”风险。在现实中，这两类积累性风险并非单线发生，它们往往彼此

影响，形成一种混合型的组织衰蜕风险，也就是同时存在着失败型风险与变色型风险，在图 3 中，混合型

组织衰蜕主要发生于“失败线”与“风险线”之间的公共区域内。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这三种积累性风险

严重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最终都会酿成科层组织的失败、变色，使得其崩溃。就此而言，科层组织

的失败不仅表现为“其亡也忽”的组织失败与组织变色，还有着日积月累的溃败风险。

4. “社会危机”风险。由于任何科层组织都是扮演特定社会功能的实体，它们需要为社会提供产品或

者服务，这样每个组织都必须面对自身独有的“顾客”，比如政府科层组织要面临人民群众的褒扬与批

评，企业科层要面临顾客对产品质量相关事宜的赞扬与指摘，NGO、NPO 组织要面临社会成员对其工作的

颂扬与愤慨。在这种前提下，科层内发生的“故事”就无法不影响到科层外的社会成员。无论哪类科层组

织，其存在的宗旨、目标都不是为了组织的“内循环”，其所有的对内、对外行动都是为了从外部获得组

织持续发展的各类资源，以便经过日积月累不断实现组织宗旨与目标。在这种前提下，外部顾客对于无论

哪一类的科层组织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内部以权力线为后盾的秩序构建、以数据线为基础的绩效目标

呈现，都与组织外的顾客息息相关，这也就是“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的要义。①但一般而言，科层外的社

会公众（顾客）只关注涉及自身利益的信息，比如服务质量、产品质量等，这类信息一般都存在于组织的

数据线上，作为绩效数据的一部分逐渐从组织底层向高层流动。在绩效信息流动的过程中，处于较低层级

的组织出于利用数据向上层组织交易更多权力、更多秩序失序的初衷，往往会向上传递不及时、不够真实

的绩效数据，而处于较高层级的政府往往出于“秩序”的考虑，在不确定数据真实与否的情况下先采信该

数据（之后可能会去核实数据的及时、真假与否，也可能不再去核实，若不核实便会形成前述的三类组织

衰蜕风险）。在传统社会，这种信息的采信若不为作为顾客的社会公众知悉，尚不至于引发社会危机，但

在信息化、网络化社会形成之后，任何组织的“黑箱式”管理几乎都已经不可能实现，几乎没有哪个科层

组织能够完全屏蔽本组织数据线上的数据向组织外传递，这就使得科层组织内自底向上数据链上的非及

时、非真实的数据会很快暴露在组织外的顾客面前。无论哪类科层组织的顾客都指向了不特定的社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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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amson,  Danny  and  Mile  Terziovski,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1999, Vol. 17, No. 4, pp. 393-409.

94



体，其中一个成员或者少数几个成员的扩散就会造成“涟漪效应”，使得几乎整个社会都加入到“顾客群

体”，毕竟任何社会成员都是各类科层组织当前或者未来的潜在顾客。在这些现有与潜在顾客的影响之

下，社会上很快便会形成巨大的“声讨”科层组织内数据线上非及时、非真实数据的浪潮，从而使得科层

组织内的风险转化为社会危机性质的风险，如图 3 所示，社会危机处于组织之外，但却由组织的内部问题

引起。另外，数据链上那些与组织外的顾客相关的数据本身就应该及时向社会顾客公布，以使得科层组织

与顾客之间的信息尽量对称。若科层组织出于维持良好秩序的考虑而不披露应该向顾客披露的信息，这时

顾客群体就会以“阴谋论”“黑幕论”的思维开始揣摩、猜度各类数据并开始在社会上传播谣言，一时之

间，由猜度绩效数据的谣言形成的社会危机就会出现，有时这种危机的危害还会非常之大，尤其在公共疫

情、自然灾害爆发时这种社会危机甚至大过疫情与灾害本身对群众的损害。①三鹿奶粉公司中绩效数据

 （销售额、产量、配方更新等）的外泄，使得整个社会陷入“牛奶有毒”的巨大危机中，不仅使得三鹿公

司崩溃，也使得整个牛奶行业声誉受损，还影响到了一个时期内社会情绪的稳定。②后来酒鬼酒公司的塑

化剂数据向社会的传播，也引发了社会危机。即使是政府类科层组织也有这种风险，甚至其比私营科层组

织的风险程度更高，比如厦门市海沧区对 XP 企业数据的隐瞒就曾经造成过不小的社会危机。

科层组织内生的几类风险再次表明，权力线虽然能够通过自顶向下逐级分权来创生科层的秩序，并通

过权力所特有的强制力来维持秩序，但使得科层转动起来却依赖于承载了组织目标实现状况的绩效数据

线。数据线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自底向上将组织运行合目标与不合目标的情况逐层向上传递，使得各个层

级，尤其是组织的最高层能够及时掌握组织运行情况，并进行适当的干预与矫正，以保证组织“不忘初

心”。若承载了日常性实现组织目标的绩效数据在传递中出现了问题，未能将组织秩序与绩效的协同情况

及时、如实地反映上去，未能将该公开的数据及时、如实地面向组织内与组织外的顾客群体公开，这些都

会积累成为风险与危机，使得科层组织处于危险之中，甚至走向崩溃。 

四、规避科层内生风险与危机的路径

在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但在促进国家边际

利益最大化、国家边际行动能力最大化的过程中，科层组织却是各行各业共有的特征，是各行各业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大公约数”。在每个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 NGO、NPO 组织，抑或私营企

业，它们都需要使用科层制来实现自身的宗旨与目标，就此而言，规避科层的内生风险，实际上也是从各

行各业组织的共性出发来推动国家边际利益最大化、边际行动能力最大化，进而促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

体系的现代化。就科层内生风险与危机生成的规律性而言，要规避风险，需要从战略筹划、日常行动两个

方面来着手。 

 （一）战略筹划
规避风险首先是一个长远性、战略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管理哲学、组织哲学的性质，需要聚焦

于基础导向、根本宗旨、根本指导思想、基础性制度等内容。

第一，明确科层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使用权力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实现组织

的宗旨与目标，这是组织的“初心”所在，也是科层组织运作的第一原则。科层组织创生和存在的基本价

值就在于努力实现自身的宗旨与目标，这就要求各类科层组织必须将实现自己的“初心”放在首位，其他

各类事项的运作都以实现组织目标为目的，哪怕是组织中最核心的权力资源的运行，也必须以实现目标为

导向。可以说，无助于实现组织目标的权力使用，无论如何具有权威性、秩序性、服从性，其都属于破坏

性行为，轻则导致“失败型”组织衰蜕，重则导致组织失败。

第二，确立权力−目标的交易机制，要赋予各层级实现组织目标的权力，在保证目标实现的前提下，

应允许各层级组织享有使用自身权力的自由。要遵循科层组织内生矛盾运动的规律，确立“权力−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

 

①张海波、童星：《公共危机治理与问责制》，《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②袁玮：《论危机公关的成功关键：信息透明−“三鹿奶粉事件”的经验与教训》，《新闻世界》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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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机制，在将组织目标逐层分解、在每个层内向职能部门专业岗位分解的过程中，要向每个层级分权，

并在每个层级内赋予不同的专业职能部门和岗位相应的权力。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组织不能“吝啬”分

权，要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各个层级在实现所承担目标时拥有充分的权力使用自由度，各个层级使用权力实

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不能有过多的限制，以至于“戴着镣铐跳舞”，从而形成“变色型”组织危机。

第三，要确信虽然科层的权力重心在上，但实现组织宗旨与目标的“行动重心”在下，也就是说，越

往底层，越是承担着重要的实现组织“初心”的功能，故而应该充分向下分享权力。实际上，在实现科层

组织的“初心”上，科层的重心在下。在这种情况下，科层组织就必须向下分享权力，以使得承担更多实

现组织目标任务的机构能够有充分的权力来实现组织目标，否则组织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以致形成“变色

型”危机。

第四，杜绝狭隘的“秩序思维”，以免将科层组织的“初心”当成利用权力的强制性来自顶向下逐层

建立“等级”“礼数”等秩序，以致“秩序”置换了组织创立的宗旨与目标。科层运行中最大的风险就在

于以“秩序”置换了组织本身创建的宗旨与目标，将维持特定的秩序当成了组织存在的基本价值，最终导

致组织变色。也就是说，科层组织首先必须经得起“权力”的检验，拥有权力者首先想到的是以权力来实

现组织目标，造福组织的顾客，而非建立起自我服务的“秩序”。

第五，在长远战略、阶段性战略中廓清秩序与目标之间适当的工作重心比例，对秩序与目标的相互协

同性进行规划。任何科层组织都期望办成“基业长青”的“千年老店”，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组织目标就需

要有长远性和阶段性的规划。从核心内容上说，只要廓清了特定阶段组织秩序与组织目标之间的比例关

系，也就是说，廓清可接受的秩序损耗范围与目标实现程度的比例，就可以算作良好的规划。此问题解决

好了，组织从一开始就规避了“失败型”风险、“变色型风险”与“混合型”风险。

第六，明确“科层是社会中的科层”，必须回应组织所服务“顾客”的需求，满足“顾客知情权”需

要。无论哪类科层组织，它的宗旨和目标里面一定包含了大量服务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内容，或者从特定社

会群体中获得物质、非物质利益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就无法忽视社会环境的影响，甚至要时时处

处将社会的影响纳入各层级的决策中来，在自底向上的数据线中将社会顾客的信息及时、如实传递上去，

使得各个层级掌握顾客的需求，以避免社会危机性质的组织风险出现。 

 （二）日常行动
战略性行动为科层组织发展指明了方向，解决了基础性、根本性大问题，但真正让组织转动起来却依

赖于日常性的操作。

第一，与“行动重心”相匹配，应允许自底向上逐层拥有一定的灵活性，即使这种灵活性对组织秩序

有所折损，也要勇于推动一定程度的“秩序−绩效”交易制度，在实现绩效目标的同时，允许秩序在合理

的程度内出现一定的紊乱，以激励各层级实现年度绩效最大化。这是一项由“战略行动”向日常性“战术

行动”转换的过渡性策略。组织目标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组织、部门、岗位的绩效目标，只有每日、每

周、每月、每年的绩效目标均保质保量及时实现，才能够保证科层组织走在实现“初心”的道路上，否则

就可能“变色”。要切实保障实现绩效目标的“重心”层级不断高效率实现绩效目标，科层组织在整体设

计中，就需要赋予它们以适当的自由度，在军事行政中，这种做法叫做“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科层要

 “不吝啬”对秩序的牺牲，在可控范围内充分赋予底层、次底层等“重心”层级充分的裁量权、行动权和

 “合理的秩序损伤权”，以便它们权变、高效地实现绩效目标。

第二，开发组织稳定指数，防止组织失败并预防失败型风险出现。要放权于较低层级组织使其“自由

裁量”，首先需要能够及时把握组织的秩序是否失控，若失序就会造成失败型风险，甚者造成组织失败。

目前还缺乏把握组织秩序的办法。未来可以开发评估不同类科层组织稳定的指数体系，比如政府科层的稳

定指数、私营企业型科层稳定指数、NGO/NPO 科层稳定指数等，然后在每月、每半年、每年进行评估，

以掌握各类科层组织秩序稳定的程度，预防组织失败风险。

第三，开发组织变色风险指数，测量组织偏离“初心”的程度，防止组织变色。除了组织稳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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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开发“组织变色风险指数”，这是保证科层组织脱离各类风险的一体两面的工作。这两种指数既可

以单独使用，分别用以诊断各类科层的失序状态和变色状态，也可以结合使用，综合把握失序与变色状

态。风险指数的开发方式与稳定指数的开发方式在原理上没有根本区别，在操作上也完全类似。

第四，开发组织秩序−绩效协同发展指数，以此诊断组织的和谐发展整体状态。前两种指数用于诊断

科层组织失序与变色状态，这多少具有消极倾向。从正能量的角度而言，应该鼓励科层组织在日常性活动

中积极向组织目标靠拢，积极实现组织目标，这就需要每日、每月、每年都取得良好的绩效，实现甚至超

越每个阶段的绩效目标，同时保证组织行进在较好的秩序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能够常规性测量秩

序−绩效协同发展的指数，该指数也可以看作是取得良好绩效的同时还必须保障基本秩序的指数。在具体

开发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严格的调研、访谈、统计步骤来完成。这种“秩序−绩效”指数，实际上是科层

组织和谐发展状态的表征，也可以将它看成组织和谐指数。

第五，将与顾客相关的绩效数据向社会及时公开，以信息对称来消除社会危机风险。科层组织在每

月、每季度、每半月、每年自底向上逐层传递各类绩效数据的过程中，要对数据进行清洗，将那些与社会

顾客密切相关的数据及时、真实地向所有顾客与潜在的顾客群体（社会公众）公开，以避免因为信息不对

称引发的社会危机型风险。这可以通过将与顾客相关的数据在官方微博、App、微信公号等即时通信平台

上公布，来消除顾客的疑虑，将谣言、危机等消灭于无形。

第六，完善数据链上的内容体系，加快数据及时更新速度，让数据成为科层组织的“基础性生产要

素”。虽然自底向上的数据线应该及时传递真实的绩效数据，但“绩效数据”并非狭隘的概念，它应该成

为一个内容丰满的数据集合，其不仅应该包括绩效的正面数据，还应该包括绩效的条件数据，比如对环境

的破坏、对秩序的损害、与资源的消耗比例、与同类型组织获得同等绩效值消耗资源的比例等。由于数据

线最终使得科层组织转动起来，完善、扩展数据线的内容体系、更新速度，就可以发挥数据在科层中“基

础性生产要素”的作用，使得无论何种风险都能够及时洞察，找到应对办法。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与实现程度研究

 （18JZD04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The Endogenous Risks of the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and thei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and Adjustment of “Order-Performance”

SHANG Huping

Abstract:  In each country’s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systems, bureaucracy

is a common feature of all  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for all  walks of life to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pursue the shared goal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contradictory movement laws of

power-goal transactions, order-performance transactions and order-performance data transactions, the risks

of  organization  failure,  organization  discoloration,  org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risis

endogenously exist in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s. With a little carelessness, these risks and crises will cause

the organization to collapse. To prevent these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from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that

the  first  essence  of  the  existence  of  bureaucracy  i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and  goals  of  the  organization.

Both the premise and purpose of using power ar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and goals of the organization. This

is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Key  words:   bureaucratic  organization,  power-goal  transaction,  order-performance  transaction,

organization failure, soci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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